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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何偏好公平：一个演化视角的解释* 

 

董志强 

 

内容提要：当代行为经济学已经确认人类存在公平心理偏好，但并未回答它从何而来。本文

提出一个演化解释：人类公平偏好的根源可能在于人类早期的进化过程。通过一个演化博弈模型

和随机演化仿真模型表明：①在一个完全封闭的族群中，公平偏好的单态社会是随机稳定的演化

均衡，非公平偏好的双态社会也是演化稳定的但并非随机稳定的；②若同时考虑族群之间的竞争，

则公平偏好的单态社会将是唯一的演化稳定均衡。其原因在于，合作机会多少与合作利益大小是

此消彼长的，公平行为最能够平衡合作机会与合作利益对生存竞争的影响，从而成为个体-族群两

个层面的生存竞争中最具适存性优势的行为模式。人类的公平偏好，可能源于本能性的公平行为

在人类早期进化中的适存性优势。这一认识有助于为行为经济学的公平偏好假设提供逻辑支持，

也有助于从新的视角思考人们的非理性行为，以及探索经济理性的边界。当然，本文的逻辑仍有

待古人类学、进化心理学和生物学等学科的研究来提供更充分的证据事实。 

关键词：公平心理  演化  进化心理机制  多主体仿真  理性 

一、引言 

当代方兴未艾的行为经济学研究已经确认，个人的动机和行为常常与公平心理偏好有紧密的

联系(Fehr and Schmidt, 1999; Fehr and Falk, 2002;凯莫勒, 2006)。尽管“公平”一词有丰富而多样

的含义，但在本文它主要指的是合作利益分配上的平等，推而广之也有行为的“对等性”(reciprocity)

之意。公平偏好的存在，使人们不仅会努力追求公平，也会试图通过惩罚不公平行为来维护公平，

尽管从事这些惩罚可能会让自己承担代价。比如 Gintis(2000)、Fehr and Rockenbach(2003)、Bowles 

and Gintis(2004)、Sánchez and Cuesta(2005)以及 Fehr and De Quervain et al(2004)均发现，为了维护

合作的对等性，人们会积极惩罚不合作的个体。特别是 Fehr and De Quervain et al.(2004)发表在《科

学》杂志上的研究，从决策的神经基础方面支持了利他惩罚。此外，公平偏好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也受到了的重视，一些行为宏观经济学家认为公平偏好是影响经济波动的重要力量(Akerlof and 

Shiller, 2009)；世界银行(2006)也在其发展报告中不但回顾了人类具有公平偏好的证据，更强调了

公平对于发展至关重要。正因为公平偏好对经济行为有重要影响，最近十多年不少经济学家试图

将公平偏好整合进经济理论，其中流传甚广的比如 Rabin(1993)的动机公平模型、Fehr and 

Schmidt(1999)的不平等规避模型、Bolton and Okenfels(2000)的相对支付模型、Dufwenber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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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rchsteiger(2004)扩展的公平均衡模型等；国内研究者亦有此方面的尝试，比如蒲勇健(2007)尝试

将公平偏好引入了委托-代理模型。 

上述研究工作中，实验研究证实了公平偏好的存在，理论研究则以公平偏好的存在为前提假

设。它们很少询问和关注这样一个问题：人类的公平心理偏好是怎样产生的，或者说它从何而来？

而这个问题的回答在理论上可能是很重要的。因为，一方面人们对世界的探索不仅希望“知其然”，

也希望“知其所以然”，我们不会仅仅满足于了解公平偏好的存在，更希望了解它从何而来、为什

么能够长期稳定存在。确实，对于当代行为经济学发现的事实和命题，已有经济学家试图探索其

进化根源，比如 Dasgupta and Maskin(2005)和马斯金(2007)就从生存进化的视角解释了“双曲线贴

现”存在的原因，叶航、汪丁丁和罗卫东(2005)也从演化视角对利他行为如何可以成为内生偏好

进行了探索。另一方面，实验表明即使在不需要公平行为的时候(比如独裁博弈实验中)人们也会

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公平行为，而且这种看似不理性的行为在许多领域都相当普遍，以至于足以对

宏观经济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Akerlof and Shiller, 2009)。对这种“非理性行为”追根溯源，将有

助于更好地理解人类的经济行为——实际上，许多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在人类漫长的生存斗争史上

可能曾经是“理性”的。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试图从演化的视角，对公平心理偏好的根源提供合乎逻辑的解释。我

们将偏好视为演化力量的结果。具体地，我们假设人的行为并非来自理性计算，而是出于本能。

本能乃是由基因携带和遗传下来的，携带着那些更具适存性(fitness)的本能的基因在进化过程中将

更容易生存下来，从而某些行为模式和心理机制实际上是长期演化的结果。在本文，我们通过演

化博弈论和演化仿真技术从逻辑上证明：公平心理偏好(以及该偏好驱动的公平行为)，在合作机

会至为关键的人类漫长的生存进化斗争史上，的确是比非公平偏好或行为更具有适存性的一种本

能。残酷的生存竞争和复杂的行为互动之背后，是简单的“物竞天择”之法则：具有公平偏好及

行为之本能的个体，可以拥有尽可能最优的合作机会和合作利益之组合，因而可以有最大的适存

性；具有公平行为模式的群体，比遵循不公平行为模式的群体有更大的合作期望赢利，因而可以

在群体竞争中胜出。 

应当承认，人类行为相当复杂，一方面受到本能的驱使，另一方面又的确会理性算计；既遗

传有生物基因，又会从社会中学习(Flinn, 1997)，即遗传“文化基因”。很难说，人们的行为有多

大比例来自本能，又有多大程度来自理性。但我们相信现代人都能够接受这一看法：人类在蒙昧

时期的行为，多来自本能，而非理性。站在现代社会回望最初的人类社会，就如同回望我们的婴

儿时代。初生婴儿的行为，完全来自本能而非理性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本文采取本能行为

假设的辩护意见。另一方面，如果公平偏好及行为乃人类长期进化中形成的本能，那么我们应该

可以在一些缺乏人类算计理性的动物身上也观察到公平行为模式。的确，现代生物学研究发现了

动物具有公平行为模式的事实(Trivers, 1983)，对猴子的研究发现猴子也有公平偏好(Markey, 2003；

Brosnan and De Waal, 2003)。这为本文采取本能行为假设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对于人类，

Burnham(2007)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也发现了公平偏好的生物学证据：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睾丸素

较高的男性比睾丸素较低的男性更倾向拒绝不平等的提议。就睾丸激素与身体状况和攻击性相联

系这一点来说，这可能提供了一个基因联系，表明公平偏好确实有人类本能的成份。 不过，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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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本能行为假设并不仅仅因为考虑到人类早期行为演化模式，也是因为考虑到生物学上的生存

优势先于文化过程这一事实；即先有“自然为人类立法”，而后才有“人类为社会立法”(汪丁丁

等，2006；董志强，2008)。文化过程本身亦应是生存竞争演化的产物。 

与本文有一定关系的文献也许还包括 Seabright(2006)、Gintis(2006)和 Young(1998,1996)。

Seabright 和 Gintis 基于 Binmore(2005)的自然正义讨论过公平规范的演化①；Young 基于随机演化

博弈讨论了地主和农民之间五五分成的公平规则何以会成为最可能的分配惯例。但本文有所不同，

要考察的是人类在其生存进化的斗争中，如何“无意识”地进化出了公平偏好，这中间没有道德

的评判，也没有面向他人的学习，公平偏好将是最大化生存能力的进化结果，而不是道德的或者

策略性的选择。或者说，本文要强调的是，自然选择的压力如何迫使人类演化出了“公平”这种

有利于合作的偏好。 

本文接下来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将建立一个基本的演化(博弈)模型，基于简单的假设情形，

讨论在封闭的原始族群中公平偏好的单态社会如何成为随机稳定的演化均衡，以及考虑族群竞争

下公平偏好的单态社会何以成为唯一的演化稳定均衡；第三部分则建立随机演化的多主体仿真模

型(multi-agent based simulation model)，在更为复杂的情形下验证第二部分的结论。最后是全文的

总结，同时简要讨论作为演化产物的公平偏好对于经济学的意义。 

二、基本模型及分析 

公平偏好演化起源的建模，首先遭遇的一个难题就是模型环境的设置。迄今我们并没有任何

证据表明人类的公平偏好产生于何时。但可以推测的是，如果公平偏好是人类早期演化而来的本

能，那一定是在人类早期的合作过程中逐渐演化而成的。倘若没有合作，就很难谈得到上利益分

配上的公平。但人类合作的起源和演化本身尚有许多未解之谜(汪丁丁等, 2006；Bowles and Gintis, 

2003)，本文也只好回避困难，假设人类已经具有一定的相互合作的能力，并且事实上已经通过合

作来争取更大的生存机会了。 

从人类进化的历史来看，即便以 180 万年前直立人从非洲向亚洲扩散(第一次大迁徙)算起，

到 8000-10000 年前农业革命（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人类处于茹毛饮血的狩猎时代的时间超过了

人类迄今为止 99.9%的时间。人类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与狩猎社会密不可分。演化心理学家认

为，大型狩猎活动通常需要狩猎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从而成为人类进化的主要推动力，而且还

衍生出诸多其他结果：制造工具、使用工具、语言、脑容量增加(巴斯, 2007)。 

因此，我们的演化博弈模型和随后的仿真模型将设定在人类的狩猎社会时代。这个时代人们

以狩猎为生，族群已经形成但规模并不太大，合作对于生存至关重要，没有集中的治理结构(国家、

司法体系或者权威等)，人们的地位无甚差异，也尚未发展出公平分配观念——族群成员根本不知

道“公平”二字，更不懂得道德和分配正义之类的哲学。 

                                                        
① Binmore(2005)宣称演化压力促成了正义、公平等道德规范。Seabright(2006)认为在 Binmore 的自虑(self-regarding)

人假设下难以解释道德直觉如何得以演化，因此道德分析须考虑人的他虑(other-regarding)偏好。Gintis(2005,2009)

则认为，由无名氏定理描述的多人重复博弈均衡缺乏动态稳定性，故 Binmore 以无名氏定理为分析基础得到的正

义理论是有失误的；道德法则并不能解决纳什议价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求助于人类的亲社会性和利他观念

等演化而来的人性。本文的立场更接近于 Gintis，因为本文试图证明公平偏好乃演化而来的人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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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考虑两种层面的生存竞争：1)单个族群内部的生存竞争；2)族群之间的生存竞争。在历

史上，这两个不同层面的生存竞争都是时刻存在的，而且是同时演化的。出于分析技术上的可行

性，我们将其分成两个不同的层面分别分析。 

1．单个族群内部的生存竞争和公平偏好演化 

考虑一个原始族群，成员以狩猎为生。在每个时期 t，任何成员单独行动将不能获得猎物(一

个人杀不了猛犸象！)，任意两个成员合作则一定可以捕得 1 单位猎物。对猎物消费的多寡决定了

成员繁殖后代的能力(以此作为个体适存性的度量)。每个时期 t，族群的成员在领地内随机游走，

当任何两个成员相遇，他们可以决定是否合作。当然，达成合作的条件是：这两个成员要求分割

猎物的比例之和不能超过 1。由于族群社会尚未发展出公平分配观念，任何成员都只奉行一种简

单的谈判方式：每人报告一个希望分割猎物的份额（以下称“要价”），若二人要价之和超过 1，

则不能达成合作，每人的赢利(payoffs)为 0；若二人要价之和不超过 1，则每人得到其要价（若二

人要价之和不足 1，则假设未分配的剩余被浪费掉①）。这里，假设要价是受成员的基因控制(即出

自一种本能)，因而与观念无关。每个成员的要价都是基因或本能层面的无意识选择。设全部成员

共有 Ι {1,2, , }I  种基因，对应于要价集合 1{ , , : 0 1, , Ι, Ι}I i i j i j            ；则

i  刻画了 i 型基因成员的贪婪程度；每种贪婪性为 Ii 的成员在时期 t 占总人口比例记为 si。

假设每个成员只存活一期，每个成员留下的后代数量是由各自得到猎物的份额所决定的，且后代

数量随猎物份额单调递增。那么，考虑每期时间无穷小，则可以得到要价为 αi的贪婪本性为 i 的

个体在时间维度 t 上的变化模式： 

I

       I, I, I
i j

i i i j j j k

j A j k A

s s s s s i j k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式(1)被称为复制动态方程，它根据生物学中将赢利(payoffs)作为适存性的一种度量，且考虑

个体的（单性繁殖）后代数量由个体的赢利决定（满足单调递增性），而得到这个方程；复制动态

方程的具体推导可参阅(VeGa-Redondo, 2003)。方括号中，
i

i j

j A

s


 是 i 型个体的预期赢利，其中

Ai是 i 型个体可遭遇的潜在合作对象的集合， { : 1 , I}i j iA j j     ，即所有要价不超过 1−αi

的 j 型个体都可以与 i 型中的某一个体合作，注意某些时候允许 j=i，譬如：αi≤0.5 的时候，i 型

个体之间也是可以达成合作的。
I

( )
j

j j k

j k A

s s
 

  是族群全体成员（包括了各种贪婪程度的个体）

的平均赢利，其中 { : 1 , I}j k jA k k     。 

由于 Ii 是任意的，所以式(1)实际上是 I 个联立的微分方程组；加上其函数形式比较复杂，

求解这样的方程组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我们可假设相对简单而有一定代表性的情形
                                                        
① 当然也可这样假设，如果甲要价 α∈[0,1]，乙要价 β∈[0,1]，在(α+β) ∈(0,1)时按照比例 α/(α+β)和 β/(α+β)进行

分配。这样的分配方式，相当于假设甲乙两人若未能索要全部猎物((α+β)<1)时，则他们就剩下的部分又按照自

己要价的比例进行分配„„由于(α+β)<1 所以剩余始终存在，但是经过无穷次就剩余进行分配后，他们各自得到

的猎物份额极限正好是 α/(α+β)和 β/(α+β)。由于考虑了演化，任何未分配剩余 1−α−β在长期演化中一定不会存

在，即演化稳定均衡的时候，将有 α+β=1，从这个角度看假设将未分配剩余浪费掉也并无不妥。浪费假设并不会

影响模型的结果，但对分析却更简单，故本文做此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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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加以分析。具体地，考虑成员的贪婪程度类型只有三种：α1=x<0.5，α2= 0.5，α3=1−x（这里请

考虑前文脚注提及二人要价和不为 1 所产生的剩余在长期演化中不会存在，才能理解到假设 x 和

1−x 的合理性）。这三种类型分别代表了“吃亏”的基因(从来只索要一小半猎物)、绝对“公平”

的基因(总是索要刚好一半猎物)，以及“贪婪”的基因(永远索要大部分猎物)。则个体的要价情形

可表示如下： 

0.5 0.5 0

1 0 0

x x x

A

x

 
 


 
  

,  0 . 5x          (2) 

考虑到这里的群体状态属于两维单形(即 s1+s2+s3=1)，因此式(1)的复制动态方程(组)可由两个

频率刻画，我们选择 s1和 s2来刻画： 

     

       

1 1 1 2 1 2 1 2 1

2 2 1 2 1 2 1 2 1 2 1

0.5 1 1

0.5 0.5 1 1

s s x s x s s s s s x s

s s s s s x s s s s s x 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令 1 20s s  可得到 5 个均衡点①：(0,0)，(0,1)，(1,0)，(
1

x
x

,0)，(
1

x
x

,
(1 2 )

1

x x

x




)。 

对于这些均衡点的演化稳定性，我们可以利用 ESS(演化稳定策略)概念来检验。随机匹配下

的单种群演化博弈中，一个 ESS 应具有这样的性质：对于原来的单态群体来说，一小部分采取不

同策略的另一类型个体（“突变”）是否会造成永久性的扰乱（“入侵”）(Smith and Price, 1973; Smith, 

1982)。而一个演化稳定策略组合，在复制动态中将是渐进稳定的(Hofbauer and Schuster et al., 

1979)。或者简单地说，ESS 能够对微小的扰动自我校正(Bowles, 2004)。 

先考虑点(
1

x
x

,0)，这个点上要价类型向量(x,0.5,1−x)对应的频率向量为(
1

x
x

,0, 1 2
1

x
x




)，群体的

平均赢利为：

 

 
1 2

1
1 1 1

x x x
x x x

x x 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对于 0 频率的公平型(α2=0.5)基因个体增加一个非常小的频率ϵ>0，则该类型的预期赢利为：

2 =0.5(
1

x
x

+ϵ)，只要ϵ<
(1 2 )

1

x x

x




(由于 x<0.5 故这样的ϵ>0 是一定存在的)，则有 2  ，即公平型

个体的平均适存性低于种群平均适存性，小规模公平基因“入侵”并不能伤害种群的状态分布。

同样，α1=x 吃亏型基因个体增加ϵ>0 的频率其预期赢利仍是 x，并不能提高其适存性；α3=1−x 贪

婪型基因个体增加ϵ>0的频率(则吃亏型基因频率将下降)，其个体预期赢利为 3 =(1−x)(
1

x
x
−ϵ)<x，

即其平均适存性反而低于种群平均适存性。总结起来，我们可宣称均衡点(
1

x
x

,0)是演化稳定的。 

再考虑点
(1 2 )

1 1
( , )

x xx
x x



 
，可以计算此时种群平均赢利仍为 x。此时，若 α2=0.5 公平型个体频

率增加ϵ>0，其预期赢利变化为： 

2

(1 2 )
0.5 0.5

1 1

x x x
x x

x x
 

 
       

  
    (5) 

即公平型个体频率略微增加也会更大地提高其适存性。故均衡点(
1

x
x

,
(1 2 )

1

x x

x




)不是演化稳定

的。根据同样的方法，我们还可检验出(0,0)和(1,0)两个均衡点也不是演化稳定的，而(0,1)点则是

                                                        
① 本来是 6 个解，其中一对解是重根解，即{s1=0,s2=0}和{s1=0,s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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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稳定的。总结上述全部分析，我们有： 

命题 1：式(2)要价情形的单一原始族群博弈中，存在两个演化稳定的均衡点： 

Ⅰ．均衡点(0,1)，即全部成员均为公平型成员，要价类型均为 α2=0.5； 

Ⅱ．均衡点(
1

x
x

,0)，即社会没有完全公平型的成员，不会有要价类型为 α2=0.5 的成员；有
1

x
x

比例的个体为吃亏型成员，他们的要价类型 α1=x<0.5；有 1 2
1

x
x




比例的个体为贪婪型成员，他们的

要价类型为 α3=1−x>0.5。 

命题 1 的结论，在技术层面上也可通过做出相位图来发现。图 1 中(a)、(b)、(c)是设定不同 x

值用 Mathematica 软件绘出的方向场。 

 

(a) x=0.1 时的方向场 

ESS： (0,1,0)和(0.111,0,0.888) 
(b) x=0.3 时的方向场 

ESS：(0,1,0)和(0.429,0,0.571) 
(c) x=0.45 时的方向场 

ESS：(0,1,0)和(0.818,0,0.182) 

图 1 各类要价偏好演化的方向场(黑点为 ESS 均衡点) 

从方向场可以清楚地看见，演化最后会收敛到两个演化稳定的均衡点。其中一个稳定均衡是

单态的，即所有的成员最后都是公平型的（各图的左下角要价 α2=0.5 那个顶点）。另一个均衡是

双态的，吃亏型与贪婪型成员并存，没有公平型成员（即要价 α1=x 和 α3=1−x 两顶点连线上的

均衡点）。 

方向场还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无论 x∈(0,0.5)在其定义域内取何值，在方向场的三角空间内绝

大多数点出发将到达的稳定均衡都是单态均衡；可以到达双态均衡的出发点是少数；即博弈有更

大的概率演化到单态均衡上。但单态均衡和双态均衡出现的概率与 x 有关，当 x 越靠近 0(图 1a)

或越靠近 0.5(图 1c)，就越可能演化到单态均衡。事实上，可近似计算出，仅有三种要价类型的博

弈中，演化到双态均衡的概率约为
(1 2 )

1

x x

x




，演化到单态均衡的概率约为

21 2 2
1
x x

x
 

 ；出现双态均衡的

最大概率约为 0.17，在 x≈0.29 时取得。若主体类型更多，则双态均衡出现的最大概率会变得更

小；随后的仿真实验也可证实这一点。 

只要演化过程中存在突变，则演化就存在扰动过程；扰动趋于 0 时以较大频率被访问的状态

即随机稳定状态(Foster and Young, 1990)。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在一个封闭的族群中，

只要存在基因突变，则公平偏好的单态社会将是随机稳定的。 

2．族群之间的竞争与公平偏好演化 

单一的封闭族群内部的生存竞争演化过程中，公平偏好的单态社会和非公平偏好的双态社会

都可以是演化稳定的；只不过公平偏好的单态社会出现的概率更大，因而是随机稳定的。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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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允许族群之间的竞争，则唯有公平偏好的单态社会才是演化稳定的。原因在于，公平偏好的

单态社会比任何非公平的双态社会都具有更高的个体期望赢利，因而在生存竞争中前者也必然比

后者更具有适存性。要证明这一结论很简单：假如一个族群形成(α1,α3)=(x,1−x)的双态社会，则族

群中个体的期望赢利将是 x<0.5，这可由式(4)得到；而 α2=0.5 的单态族群社会中，个体的期望赢

利是 0.5。 

这里有必要深入讨论考虑族群竞争的正当性。对于现代人来说，考虑族群竞争似乎理所当然，

因为族群之间竞争所造成的生存压力，增进了族群内部成员之间寻求公平以促进合作的激励。不

过，本文的分析乃是将公平行为视为本能层面的无意识选择来展开的，因此不允许有任何的策略

性考量，在这样的情况下，引入族群竞争的正当性只能来自于族群生存竞争的事实。人类远古时

代的历史，我们现在只能根据少量的证据来做大量的猜想，无论如何，族群的生存压力和族群间

竞争一定是存在的。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瘟疫、饥荒在人类这个物种进化期间是经常的，乃至

还有战争——乔伊斯·马库斯(2002)引用了 Jebel Sahaba 暴力事件遗址①后写道：“这是一个给予我

们群体间竞争印象的事实”——这些都构成了自然选择的压力，它们不但筛选了个体，更筛选了

群体。只要族群灭绝或自然选择的压力足够大，那么能幸存下来的只能是更具适存性优势的族群。 

由于族群竞争本质上是群体选择理论的应用，因而有必要再做一点说明。由于 Williams(1966)

和 Dawkins(1976,1982)的对群体选择的批判，群体选择曾一度被生物学、经济学等学科所抛弃，

理由是有利于群体但不利于个体的策略不可能在个体和群体层面均演化稳定。至今关于群体选择

尚存不少争议，但总的看来群体选择在分析人类社会行为方面有卷土重来之势(Bergstrom,2002)。

而且，群体选择与个人主义方法论可能并不冲突(黄凯南,2008)。对于本文来说，更重要的是，无

论生物学家还是经济学家几乎都已经承认，在单个群体中出现的多重均衡，群体选择将会淘汰掉

那些更没有效率的均衡(Robson,2008)，这正是本文理论模型中的情况。 

限于分析技术，我们这里把演化分解成了个体和族群两个层面的竞争，而对族群竞争中个体

的适存性是根据个体在族群内部处于演化稳定均衡点时的预期赢利来度量的；这也是大多数群体

选择理论的推理思路(可参考 Robson,2008)。但现实的演化过程中，族群内部个体之间的生存竞争

和族群之间的生存竞争是同时发生的，这与本文分析所采取的度量标准有一定差异；不过随后的

仿真模型中我们允许个体和群体同时演化，结果表明上述关于族群间竞争的结论仍然成立。于是

我们有： 

命题 2：考虑族群之间的生存竞争，则具有公平偏好的族群比非公平偏好的族群将更具适存

性。 

命题 2 实际上意味着，一旦考虑族群竞争，则命题 1 中作为演化稳定均衡出现的非公平偏好

的双态社会将不再是演化稳定的，只有公平偏好的单态社会才会仍然是演化稳定的。 

三、仿真模型及结果 

                                                        
①Jebel Sahaba 遗址是目前所知的最古老的群体暴力证据。该遗址碳测年代测定在 1.5 万年前（若加以校正则更古

老），由 58 座墓葬组成，死者有男人、妇女和儿童，有一半死于系列的伏击暴力。有些人被扎了 15 到 30 枚箭

镞。Jebel Sahaba 位于一处有许多狩猎采集族群居住的地方，这些觅食者显然是为了争夺沿尼罗河港湾中食物资源

而死，并有各自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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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分析上的困难，上述基本模型中，只考虑了三种要价类型(基因)；族群内个体的竞争

和族群之间的竞争分解为两个单独的层面进行。但更现实的情况应该是有多种多样的要价类型(基

因)，并且族群内个体的竞争和族群之间的竞争是同时发生的。为了研究这更符合现实的情况，我

们设计了公平偏好演化的基于行为主体的仿真模型。 

我们采用的仿真平台是美国西北大学开发的 NetLogo。共设计了两个模型①，一个模型是只考

虑单一族群内部的公平偏好演化；另一个模型则在第一个模型基础上进一步允许有多个族群(可由

实验者设置)展开竞争，即个体在族群内部进行生存竞争，但同时族群之间也在进行生存竞争。 

1．单一族群内部公平偏好演化的仿真模型 

在模型中，实验者可为这个原始族群确定一个初始人口数量（范围在 10-400，因为原始族群

规模都比较小，而且过于大的主体数量会使计算机运行非常缓慢）并对系统进行初始化。系统在

初始化中将为族群中每个成员随机地指派一种合作要价类型，每个成员一旦被指定类型则其类型

不会发生改变，所以一种合作要价类型也可以看作是不同吃亏或贪婪程度的基因类型。系统设定

的类型一共有 19 种，为要价集合{0.05,0.10,0.15,0.20,…,0.90,0.95}。系统初始化之后，可启动仿真

过程，在此过程中，每个成员按照如下的方式开始相互博弈： 

(1)在每一给定时期，每个成员在以自身为中心的一定半径(可设置和调整)的领域内随机游走，

在可到达的地理范围内随机挑选一个没有被邀请过的成员发出合作邀请，并根据自身的类型给出

对应的要价。 

(2)被邀请的成员根据其自身类型回应相应的要价，若两个成员的要价之和不超过 1，则他们

达成合作。若两个成员的要价之和超过 1，则不能达成合作。主动发出邀请而未能达成合作的成

员还可以等待其他未被邀请过的成员邀请 1 次，并根据各自要价决定合作能否达成，如果他周围

有未被其他成员邀请的成员来邀请他的话；倘若他超出了任何未被邀请过的成员之视野范围，那

么他在这个时期就无法找到合作对象了。 

(3)能量(即赢利)获取。每个与他人达成合作的成员得到等于其要价 αi的能量(若两者要价之和

小于 1，则分配后剩余的能量将浪费消失掉)，每个未能与他人合作的成员得到的能量为 0。 

(4)每个成员生殖后代，生殖一个后代需要耗费一定能量 e（可设置和调整），生殖后代的数量

为 int[αi/e−1]。这意味着拥有能量 αi<e 的成员将无法繁殖后代。 

(5)每个成员以 1−δ的概率将自己的类型遗传给后代，而且后代以 δ/18 的概率继承其他 18 种

类型中的一种。这里 δ即基因突变率，可由实验者设置。 

(6)每个在这一期参与博弈的父辈成员死去，博弈下一期返回(1)由后代成员作为参与人进行博

弈。 

为了防止成员增长过多，实验者可控制最大成员数量，每期随机地杀死一些成员使得平均程

度上成员数量限制在最大数量内。当然，这也可视为原始族群的高死亡率。 

单一族群内部公平演化的仿真模型实验具有如下程式化(stylized)结果，确认了前面数理模型

的分析：(1)在绝大多数实验中，公平行为很快会成为族群中主导行为模式，形成公平偏好的单态

社会。图 2 是一种典型的实验状况，从启动实验只需要 agent 演化几十代就形成了公平偏好社会。
                                                        
① 对仿真程序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源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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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少数实验中，亦出现了非公平的双态社会。在我们进行的数百次实验中，0.3/0.7 和 0.4/0.6

的非公平社会，以及 0.45/0.55 这种更接近公平的非公平偏好社会都出现过，但出现的次数非常少。

图3是某一次实验演化了700代的0.4/0.6的非公平双态社会，图4则是某次实验演化出了0.45/0.55

这种接近公平的非公平双态社会。 

  

各种要价偏好在演化初期竞争，到第 70 代，要价

0.5 的公平偏好个体在族群中比例开始占绝对优势，并

很快达到了公平偏好单态社会的稳态均衡。 

图 2 公平偏好单态社会典型实验结果 

各种要价偏好在演化初期竞争，大约在第 15 代，要价

0.4 和 0.6 的非公平偏好个体开始胜出，大约在 50 代以后，

0.4/0.6 的非公平偏好双态社会完全形成。 

图 3 非公平偏好双态(0.4/0.6)社会典型实验结果 

  

各种要价偏好在演化初期竞争，大约在第 40 代，

要价 0.45 和 0.55 的非公平偏好个体开始胜出，大约在

190代以后，0.45/0.55的非公平偏好双态社会完全形成，

并成为稳态均衡。 

图 4 非公平偏好双态(0.45/0.55)社会典型实验结果 

初期的演化形成了 0.4/0.6 的非公平偏好社会。但是

偏好“基因”突变一直存在。大约在 57300 到 57400 代，

0.45/0.55 偏好入侵成功而成为均衡。大约在 77445 到

77585 代，0.5 偏好入侵成功形成公平偏好单态社会。 

图 5 公平偏好入侵非公平偏好社会的典型实验结果 

同时实验还表明，即使一个族群已经形成了非公平的双态社会，只要基因存在突变的可能(尽

管可能性很小)，而演化的时间足够长，公平偏好也可以成功入侵非公平偏好的稳态社会。公平偏

好的单态社会的确是随机稳定的。图 5 反映的就是公平偏好成功入侵非公平偏好稳态社会的情况。 

以上实验的基本参数设置均为族群人口在 200 左右(人类原始族群规模都不大)、偏好“基因”

突变的概率 δ=0.00005 (一种偏好基因突变出其他特定类型偏好的概率则为 δ/18=0.0000028，不

到十万分之三)，繁殖一个后代需要能量为 0.05。我们也曾改变各个参数进行实验，结果表明前面

提及的程式化结果具有相当的稳健性。 

2．基于个体-族群生存竞争的公平偏好演化仿真模型 

考虑成员个体-族群同时演化的模型：成员在族群内部展开生存竞争；族群之间也存在生存竞

争。族群之间的竞争当然可以有多种冲突形式，模型采取了一种最为直接的形式，即战争。族群

的适存性取决于其成员的适存性(以获得的能量刻画)，对于两个交战的族群，其胜负概率以各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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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成员的适存性总和之对比来衡量。比如：族群 1 中成员能量总和为 E1，族群 2 中成员的能量总

和为 E2，则族群 1 获胜的概率为 E1/(E1+ E2)。此外，战争在每个时期并非必然发生，而是以一定

的概率发生的，即战争是偶然的。具体地，当前的模型在前述单一族群模型上做了如下扩展： 

(1)初始化时，所有个体被指派到各个族群(族群数量可设置或调控)，在每一期每个个体出生

时都会贴上某一个族群的标签 g=1,2,…,G。 

(2)每一时期，每个族群内部的成员按照前述的单一族群内相互博弈的方式进行博弈，并获得

相应能量和繁殖后代并死亡； 

(3)每一时期，每一个族群都以一定的概率(可设置和调整)，对除自己之外的任意族群发动战

争，并根据两个族群内部所有个体的当前能量总和（个体只有一期的寿命）之对比决定胜负概率。

被征服的族群内个体全部死亡，胜利的族群则将自己复制一份，新产生的这个族群标记以原失败

族群的标签（占据原失败群体的生存空间），并成为完全独立的群体参与下一期的竞争。然后博弈

重复进行。 

而为了保持群体间的演化竞争压力，对于因合作效率低下而人口逐渐减少直至被自然淘汰的

族群，在被淘汰之后将被一个新的族群所取代，新族群初始人数设为模型初始设置中各族群人数

之期望值，新族群成员的初始类型则是随机分配的。 

实验结果表明，存在族群竞争压力时，公平偏好可以更快地得到演化，而且迄今为止的上百

次实验中，无一例外是演化出公平偏好单态社会的族群得以生存，而未能演化出公平偏好单态社

会的族群在竞争中被淘汰。图 6 是一次典型的实验结果。此外，为了检验初始状态为非公平偏好

社会时，公平偏好社会能否演化出来并在竞争中胜出，我们刻意在初始状态设置所有族群的个体

都是 0.4-0.6 之一种，并且不允许偏好“基因”突变以强制演化出 0.4/0.6 的非公平双态社会，然

后打开偏好“基因”突变开关，允许突变。结果表明，只要允许突变，无论初始偏好状态如何，

最后胜出的都是公平偏好；我们用 0.45/0.55、0.3/0.7、0.35/0.65 等进行实验结果也是一样。 

  

个体在族群中竞争，族群之间也展开生存竞争。结果

公平偏好可以很快在社会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图 6 个体-群体双层次演化的一次典型实验结果 

前 200 代演化中强制规定只有 0.4 和 0.6 要价偏好且
不能突变，形成了 0.4/0.6 非公平稳态；然后打开突变开
关，结果大约在 230-310 代要价 0.5 的公平偏好成功入侵
0.4/0.6 非公平稳态，各族群形成公平偏好社会。 

图 7 个体-族群双层次竞争中的公平偏好入侵 

在个体-族群双层次演化仿真模型中，实验中主要参数的设置是全部个体数量在 400 左右，划

分为 20 个族群，每个族群为 20 人左右（平均意义上 20 人）；偏好“基因”突变率 δ=0.00005,

即一种偏好基因变化为其他任何一种偏好基因的概率为𝛿/18，不到十万分之三；每个时期每个族

群发动战争的概率为 0.05。但是，即使调整这些参数，实验结果也表现出很高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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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突变”的力量 

在我们的模型中，如果不允许“基因”的突变，则这将是一个确定系统的演化，演化的结果

就取决于初始条件。在一个非公平偏好的双态社会，若没有偏好的“突变”，就不可能演化出公平

偏好所主导的社会。这反映了行为类型(行事模式)的“突变”在社会演化中的伟大力量。对于社

会而言，突变常常意味着是创新；有创新的社会才更可能向有效率的社会形态改进。在我们的模

型中，没有考虑有意识的学习过程。在我们看来，有意识的学习常常是对文化的一种遵循；对文

化的批判和背叛，常常来自原始的冲动和不满的情感，把它归入到人的生物学因素方面也许更为

合适——有些人天生就喜欢离经叛道。或许我想表达自己坚信的一个信念：正是人类的生物方面

的精神、情感和冲动，使得人类免于成为纯粹社会性的、理智的傻瓜！譬如，为了破解单次囚徒

困境中不合作的悲剧，常常需要引入看来不那么“理性”的利他惩罚，依靠这个社会上的大爱之

人，而利他惩罚行为确实也有其神经基础(Fehr and De Quervain et al., 2004)。 

四、结论及对经济学的意义 

本文试图从逻辑上表明，本能的公平行为在人类早期的生存竞争演化中比非公平的行为更具

有适存性，因而本能的公平行为更能穿透自然选择的筛子而保留下来。当代行为和实验经济学所

证实的公平心理偏好，可能有其演化根源，乃演化而来的人性之一。虽然本能的公平行为是无意

识的结果，但在今天我们已经不难理解这种行为的适存性优势——合作是人类社会必要的且更能

增加个体适存性的手段，但人们在寻求合作时需要面临合作机会大小和合作利益多寡的此消彼长：

太过贪婪的利益索取，虽然可在达成的单次合作中得到更大的合作利益，但却难以寻觅到合作伙

伴，合作达成的机会就会变少；太过慷慨的利益让步，尽管会使达成单次合作的机会大大增加，

但单次合作的利益却下降了；无论合作机会的变少，还是合作利益的下降，都会有损于个体的适

存性；结果，最有利于个体适存性的合作行为一定是那种能够最佳地平衡合作机会与合作利益的

行为(不管这些行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也正是本文的演化博弈和仿真模型所要揭示的道理。

特别地，本文的模型还表明，在一个封闭的族群演化中，能够平衡合作机会与合作利益的行为并

不必定是公平的行为(非公平的双态社会也是可以形成的，尽管其涌现的概率很小)；但一旦引入

族群之间的竞争，那么更倾向于公平行为的社会将因其成就了更多的合作机会而在竞争中战胜非

公平行为的社会①。人类的公平偏好，很可能就源于人类进化史上本能公平行为的适存性优势。 

公平偏好乃演化而来人性，这一观念对于现代经济学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个人

认为至少有以下几方面： 

1.为行为经济学理论模型提供更为坚实的假设基础。当代行为经济学试图在经济学中增补“理

性经济人”之外的某些假设，如公平偏好、双曲线贴现、参照依赖、利他惩罚等。但如何从源头

寻找这些假设的逻辑支持？一种做法就是在演化过程中去寻找。马斯金(2007)、Dasgupta and 

Maskin(2005)对双曲线贴现的演化解释，叶航等(2005)对作为内生偏好的利他主义的演化解释，都

是这样的尝试。当然，经济学家所探索的常常只是演化的经济(适存性)逻辑，而演化的生物学和

心理学证据，则还需要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继续努力。 

                                                        
① 这或许可解释为什么不平等的体制在相对封闭的国家比在面临全球竞争的国家更容易稳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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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非理性行为的反思。今日的非理性行为，在人类演化的历史上可能是符合“理性”的；

或者说，有些现在看来不符合经济理性的行为，可能曾经是符合演化理性的。这为我们看待非理

性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具体到公平偏好，作为一种演化而来的心理机制，人们很可能在不

需要公平行为的时候(比如“独裁者博弈”实验中)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公平行为。其原因在于，

演化具有时间间隔(time lags)，过去演化出的心理机制，并不一定最能适应当前的环境。换句话说，

我们拥有石器时代的大脑，但却生活在现代社会之中(巴斯, 2007)。现代社会的非理性行为，是石

器时代理性行为的余音。 

3.探索理性的边界，更好地解释人类经济行为。现实中人类行为并非只有深层的理性推理，

也有本能的冲动行为。若允许将人们进化而来的本能和心理机制与人们的文化学习过程结合起来，

人类的真实行为就可以得到更好的解释。因为进化而来的行为并非不可改变，当我们对心理机制

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可能改变它；我们也不能认为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是死板的，人们只是刻

板地按照某项心理机制采取行动，因为人类拥有众多的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并懂得积极地对环境

进行应变，拥有的机制越多，或者越懂得对环境的应变，人们行为的灵活性就越高(巴斯, 2007)。

人们会经历文化教育和社会化的过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学会并展开刻意的理性推理。理解了这一

点，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为什么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e game)、独裁者博弈中，真正五五对分的结果

是极其罕见的；而且独裁者博弈中分给回应者的比例相对于最后通牒博弈又下降了许多。这说明，

人们的行为确有出自本能的公平偏好考量，同时也附带了其他方面（尤其是自我经济利益和行动

环境约束）的理性的考量；这很可能也说明，人们在追求公平和物质利益之间存在着权衡取舍。

如果是这样，那么在经济行为研究上，就可以把公平等偏好等作为自变量纳入主体的效用函数，

并运用理性行动者模型加以研究，而不是把这些偏好归结为非理性并因而抛弃理性行动者模型。

这正是 Gintis(2009)试图论证的：理性的边界不是人的非理性，而是人的社会性。 

4.更好地解释经济现象和制定公共政策。若公平偏好是演化而来的人性之一，我们就不能指

望它会在人的短暂一生中被“经济理性”彻底地重新塑造，因而我们也就不能无视这种人性。的

确，人们会在许多经济决策中表现出公平动机。公平是一个重要的动机，因而也就是理解经济现

象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 Akerlof and Shiller(2009)就坚持：对于非自愿失业、通货膨胀和总产出

之间的关系这类基本的经济现象，如果把公平考虑在内，就可以容易地给出解释；反之，如果不

考虑公平，那么这些现象仍将是不解之谜。并且他们在其著作中身体力行，用三章内容阐述了公

平及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另外，在公共政策制定的层面，主流经济学所坚持的基于委托-代理机

制的政策设计思路通常是：政府提供一项政策(合约)，这项政策(合约)将政策接受者的利益降到其

参与约束水平上。这种政策制定与“最后通牒博弈”本质上是差不多的。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

什么有些政策，特别是涉及到利益分配或利益分割的政策，在满足政策接受者的参与约束水平条

件下，仍然产生了诸多的冲突行为，一个可能的原因就在于，尽管那些政策并未把人们逼到山穷

水尽的地步，但人们却可能对仅仅满足自己参与约束却谈不上利益分享的政策感到不平而愤懑。

正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在经济和社会的层面，尽管我们尚未阅读到有关公平偏好影响政策

效力和引发冲突后果的实证研究成果，但确实有个案研究(Krueger and Mas, 2004)表明工人对不公

平的感知可以影响到工人的态度以及产品质量和消费者安全；也有实证研究(Alesina and Di T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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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04)表明客观的收入越不平等则个人越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不幸福的，即便控制了个人收入、

一系列个体特征以及年份和国别等虚拟变量之后也是如此。 

最后有必要指出，本文仅仅为公平心理的演化起源提供了一套解释逻辑，它与现有的大量心

理学实验和一些生物学研究之事实可以互相支持。但对于这套逻辑的进一步的事实检验，还需要

来自古人类学、进化心理学和生物学研究的更多事实，这些事实研究可能远远超出了经济学家的

能力范畴，但我们却不妨对那些领域的研究拭目以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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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temporary behavioral economics make it convinced that human being has fairness 

preference, but do not reveal why it exists. This paper develops an evolutionary explanation to it that 

fairness preference of human being origins from the process of earlier human being evolution. Based on 

an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and a stochastic evolution simulation model, this paper shows that, a) in a 

closed group, singular state society with fairness preference is stochastic evolutionary stable equilibrium, 

while dual-state society with non-fairness preference is also evolutionary stable but not stochastic stable; 

b) if the competitions among groups are considered, the only evolutionary stable equilibrium is the 

singular state society with fairness preference. The reasons are as follows, there is a tradeoff between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and the cooperation benefit and fair behavior can balance the effects of 

cooperation opportunity and cooperation benefit on survival competition, and then becomes the 

behavioral paradigm with optimal fitness in survival competition at both individual and group level. This 

notion is helpful to find a theoretical logic to support the fairness preference hypothesis in behavioral 

economics, as well as to rethink the human irrational behaviors from a new perspective, and explore the 

bounds of reason. The theoretical logic in this paper is yet to be documented by more determinative 

evidences from paleoanthropology,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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